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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建设人才高地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擘画。 在中国人才高地整体布局中,北京、上海

与粤港澳大湾区需打造为高水平人才高地,其余城市则应加速构建战略支点,形成雁阵式发展格局。 本文在城

市创新生态系统和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以城市为单元的人才高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

框架,选取中国 35 个城市数据,从组态视角分析了人才主体、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创新人文环境所构

成的复杂系统如何影响人才高地的建设。 研究发现,存在“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

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等 5 条促进中国人才高地高效能的建设路径;人才高地划分为“引领型”和

“支撑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人才高地建设具有差异化的模式。 本文提出引领型人才高地建设应立足自身组

态特征,实施补短板与强协同并重的差异化提升策略,支撑型人才高地建设应聚焦核心与边缘互补机制,走特色

化、非对称的建设道路等实践建议。

　 　 关键词:世界人才中心　 创新高地　 人才高地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组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9. 21;C964.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6-0003-17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 人才高地通过集聚高端创新人才,建立激励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1] 。 人才高地可以界定为人才数量

多、素质优、结构好、效益高的区域[2] ,建设人才高地是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擘画,也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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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3] 。 所谓人才高地,不等同于人才中心或创新高地的概念。 人才中心

需成功转化为创新效能,创新高地要稳定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二者之间要素协同、优势互

补,从而形成人才高地[4] 。 现代人才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创新创业环境的竞争。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和创新驱动发展步入新阶段,传统的招才引智办法已经作用有限,需要将人才高地建设的重点转移到

创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上来[5-6] 。 从全球人才竞争来看,2025 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波图兰斯研究

所共同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2025》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25)报告显示,中国在全

球人才竞争力方面与新加坡、瑞士、丹麦等主要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从全国人才竞争来看,中国人

民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新质生产力人才指数报告 2024》显示,中国不同城市在人才吸引与

培育、人才政策完善等多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因此,立足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探究以

城市为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载体,探究影响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多元化路径,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理论研究方面,当前对于人才高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不同主体的人才高地建设案

例研究,例如从全球主要国家层面研究世界人才中心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转移特征和规

律[7] ,或是全球主要国家的人才开发环境对创新产出的影响[8] ,或是基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

硅谷等人才高地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理[3,9] 。 二是人才高地建设的指标体系构建,主要从人才高地建设的

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构建人才高地建设的评价标准[4] ,也有研究进一步测算了中国七大城市群高水

平人才高地的能级并总结其发展模式[10] 。 三是基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组态视角研究驱动伦

敦、纽约、东京等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复杂环境路径[11] 。

现有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探讨人才高地建设的研究存在不足。 一方面,现有关于人才高地建

设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主要城市、全球主要地区以及中国主要城市群层面,以中国

主要城市为载体的人才高地建设分析尚显不足,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主要城市在建设人才高地方面的路

径经验有待进一步挖掘。 另一方面,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才主体要素、创新关键资源、创新支

撑主体和创新人文环境的协同互动,激发人才创新的环境具有复杂性特征,而组态思维分析有利于揭示这

种复杂因果关系[12] ,但目前较少有研究从组态视角分析国内主要城市建设人才高地的多元化路径。

鉴于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揭示不同禀赋城市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角下实现高效能人才建设的

差异化组态路径,对多因素协同互动的复杂机制缺乏深入剖析,本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新时代人才

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主要城市如何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生态条件,选择适配的人才高地建设路径? 在

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解析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具体路径,有助于探讨“如何加快建设成为

世界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这一命题。

本文将主要基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运用组态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主要城市人才高地建设

的复杂驱动路径,明晰中国当前人才高地建设的现状和主要模式。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一是立足国内,探究中国主要城市人才高地建设的多元化路径;二是基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和人才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探索相关理论在中国情境

下的应用;三是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研究驱动中国主要城市人才高地建

设的复杂组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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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概念及理论模型构建

　 　 (一)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概念

创新生态系统被归纳为国家、部门、区域和企业四类概念化系统。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则被定义为在

一个区域的生产结构内支持创新的要素设施,是一个以地理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受研发、创新和扩散等重

要的空间因素推动,产生了具有集聚经济的区域集群和网络,强调将一个区域作为分析单元,但对该地区

并没有明确的界定[13] 。 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单位,柳卸林等[14] 建立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并将

这一系统定义为由众多异质性创新主体组成的开放系统。 该系统具有明确的结构和功能,系统内的创新

主体通过与内外部创新要素的协同互动,推动结构化知识的创造及其在系统中的有效应用。 其中,创新

主体分为三类:企业类技术主体、高校科研院所类知识主体、中介及金融机构类服务主体。 创新环境则分

为文化、政策、市场等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硬环境[14] 。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内各要素通过协同创新机制创

造社会价值[15] 。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受制于当地经济条件、产业构成及资源禀赋等因素,每个城市

都可视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16] 。 可见,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由知识型、

技术型和服务型创新主体在软硬环境(文化、政策、市场、基础设施等)中协同互动,呈现出的独特、动态

且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孙锐等[17] 提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该系统以“人才”为核心,依托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协同运作,有机融合市场、政府、社会的资源,促进创新创业

网络下的创意、知识与人才圈层协同发展,形成人才链带动创新创业链、创新创业链赋能产业链、产业链激

活区域链的发展格局,构建出一个全链条、多层次、协同迭代的开放式集群生态系统。 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中,核心层是创新主体,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区域领军企业,中间层是基于人才主体的动态耦合网

络,包括政府机构、天使投资、科技服务中介组织等,强调政府是引导主体,科技服务中介是服务主体,金融

机构是资金支持主体,外围层是系统的外界环境,如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 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

涵盖创新支撑主体、关键创新资源及创新人文环境等的复杂系统,其运行表现为:人才作为核心主体,与其

他创新主体及资源围绕共同愿景与目标开展创新活动,在系统与环境的非线性互动中产生整体协同效应,

从而推动资源逐步升级的过程[3] 。

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体和形态对比来看,城市创新生态

系统的主体是各创新要素构成的创新主体,形态上更强调创新活动的活跃度及高水平的成果产出,而人才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人才为核心主体,通过人才主体与各创新主体有机协同,形态上更强调人才的高度集

聚[3-4,14] 。 两类系统的主要相同点在于:一是肯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等要素在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

位,并且均强调外部的文化、生活等人文环境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创新生态系统最终效能的转化。 主要不同

点在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将创新主体划分为企业技术类、高校科研知识类、中介金融服务类三类[14] ;人才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则统一将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军企业作为创新支撑主体,政府机构、科技服务机构和金融

机构等作为创新关键资源,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作为重要外部人文环境[3] 。

人才高地建设表现出区域层面的人才高集聚、成果高质量、产出高效益的核心特征[2] 。 本文的研究对

象是以城市为单元的人才高地,需要充分借鉴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对知识型、技术型和服务型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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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分,以及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的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和创新人文环境的要素构成,

同时融合人才高地建设的“三高”特征。 因此,本文将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人才主体为

核心,突出人才高集聚特征,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构成主要的创新支撑主体,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

作为关键的创新资源,文化环境、生活环境作为外部创新人文环境,人才主体与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

源及创新人文环境之间协同互动,最终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并获得高经济收益的生态系统。

　 　 (二)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人才高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模型,本文从组态视角探索人才主体、创新支撑主体(知识创新主体

和技术创新主体) 、创新关键资源(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和创新人文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间如何

通过复杂的作用机制影响人才高地的效能。 创新支撑主体主要包括高校院所等知识创新主体和企业等

技术创新主体;创新关键资源中,政府部门是引导服务主体,金融机构是资金支持主体,因此本文将政府

支持和金融支持作为重要的创新关键资源分析;创新人文环境则以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作为重点内容。

1. 人才主体对人才高地效能的影响

创新是系统的产物,该观点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对创新形成规律的

本质认识。 人才具有学习吸收能力[18] ,人才自带的创新属性使得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将人才主体置于中

心位置。 从人才主体层面分析,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情感是影响人才创新活力的三个关键因素。 首

先是人才创新动力,一方面人才创新动机源自其本身创新人格的驱动,创新目标引领以及人才科技创新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人才创新动机往往受到创新系统中的激励机制、评价标准和研发政策等因素的

驱动;其次是人才创新能力,人才需要具备专业理论、科学素养、研究经验等创新能力,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中的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有直接关联;最后是人才创新情感,人才创新的积极情绪也是创新

产出极为重要的因素[19] 。 所以,人才主体的创新动机、创新情感及其与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创新

人文环境协同互动形成的创新能力,最终会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影响人才高地的效能。

2. 创新支撑主体对人才高地效能的影响

(1)知识创新主体。 大学、研究机构是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的知识创新主体,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20] 。 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高等院校既是人才输出的供给方,也为创新贡献创意,可以通过

“人才池”和“知识池”产生外溢作用,人才培养是高校支撑创新的重要功能[21-22] 。 从高等院校对人才高地

建设的影响来看,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建设人才高地的主阵地。 首先,大学或研究机构是人才引进及培养的

核心主体,通过对人才的培养、供给、吸纳与任用来助力人才高地的形成;其次,高校可以依托“教育吸引”和

“就业吸引”两大路径实现区域人才集聚,教育吸引路径主要指高校凭借提供教育机会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就业吸引路径主要指高校凭借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岗位来吸引人才;最后,高校可以通过打造优质育人

环境来增强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23] 。 可以说,知识创新主体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及溢出效应

影响人才高地建设的效能。

(2)技术创新主体。 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均为创新主体。 企业是城

市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技术创新主体。 以区域作为分析单元,人才资源在区域的集聚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

高域内企业的人力资本可获得性,降低企业对人才的搜寻与匹配成本,区域的人才储备与人才吸引力是企

业创新的关键[24] 。 从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来看,人才是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与替代的战略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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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言而喻。 优质人才能为企业注入全新知识、创新思路与多元解题视角,同时,人才的行

业流动也可以促进凝结于个体的知识、信息与技能等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传递和扩散,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5] 。 人才高地首先是人才流入的目的地,人才高地的人才数量多、素质优、结构好,拥有

较好的人才储备与人才吸引力,人才在人才高地企业间的流动可以促进知识的传播扩散,促进企业创新,从

而提升人才高地创新绩效。

3. 创新关键资源对人才高地效能的影响

(1)政府政策支持。 政府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主要起到引导作用,通过制定出台人才、产业、创

新等相关政策,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绩效。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实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26] ,促进人才集聚[27] 。 政府部门出台人才政策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知识创新主体和技

术创新主体可以利用相关政策进一步吸引所需人才,增加高校、研究机构或企业研发人才数量,促进创新主

体对人才资源的有效利用[28-29] ,政府人才政策也是对用人单位信用的“背书”,便于其获取创新所需的市场

资源,进而促进创新[30] 。 其次,产业政策也是政府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 新时期产业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方针,产业政策与人才政策的协调发展会更高程度上满足人才需求[31] ,加快创新生

态系统中的人才培养。 最后,政府的创新政策可以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所需的平台、资金、设施等。 可以

说,政府部门主要通过政策支持激发人才创新,提升人才高地的效能。

(2)金融资源支持。 金融机构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创新创业所需的资金支

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顺利转移转化。 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风险投资的介入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增加研发团队人才数量。 金融服务的助力也有助于增添企业研发创新的动力,推动企

业创造更多科技成果,在提升企业行业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创造有利条件[32] 。 从宏观

层面来看,金融风险机构增加可能产生金融要素的集聚效应,金融要素集聚在服务地方创新活动的同时,会

进一步带动人才主体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集聚,人才因素和金融集聚相互强化,对区域创新合作发挥了关

键且独特的作用[33] 。 建设人才高地的关键是将区域内的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效能,金融风险机构可以

为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的转化赋能,提高科技创新的成功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有助于产生更多的创

新创业成果。

4. 创新人文环境对人才高地效能的影响

人才高地表现为人才产出的高效益与人才发展环境的高匹配[4] 。

(1)创新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强调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 从文化软环境建设

来看,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软环境会使更多的人才参与创新创业,从而提高区域的创新能

力[34] 。 硅谷作为人才高地,铸就了鼓励冒险、宽容失败、以人为本的包容性文化,使得人才、资本和技术跟随

包容性文化进行集聚和循环[3] 。 从文化环境的硬设施建设来看,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酒吧等基础设施构

造的硬环境,会使得人才有较好的文化体验,有助于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灵感和活力。 中国建设人才高地

既需要注重为人才创造宽松友好的创新创业文化软环境,同时也要强调基础设施硬环境的打造,全面提升

人才的幸福感,这些都有益于人才创新乃至人才高地效能的提升。

(2)宜居生活环境。 人才高地要提高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打造出宜居的生活环境。 首先是

良好的空气质量、水质、绿化等自然环境,人口过度集聚、城市环境污染等会降低对人才的吸引力[35]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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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通信设施等。 例如,高铁开通可以加快高素质人才

的自由流动,促进地区之间的互相学习、模仿和竞争,提高地区创新能力[36] 。 最后是良好的公共服务,包

括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人才住房保障和公共文化服务等[6] 。 例如,保障

房的建设缓解了高房价对人才的挤出效应,有利于增加创新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实现人力资本

积累[37] 。

综上分析,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突出以人才主体为核心,人才主体与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

键资源和创新人文环境协同互动的生态系统,通过各主体、关键资源和要素环境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影响人

才高地建设的效能。 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表现出人才高集聚、创新成果高质量和经济产出高收益

的特征。 本文构建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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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

　 　 三、实证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QCA)是将定性与定量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从整体视角,对

数据中的样本案例进行比较,发掘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现有研究已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 fsQCA)研究全球主要城市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组态路径 [ 11] 。 参考相关研究 [ 11] ,本文将

采用 fsQCA 方法探究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复杂驱动路径。 一方面,人才高地建设的效能是人才主体、

创新支撑主体、创新关键资源和创新人文环境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fsQCA 可以分析不同主体、资源和

环境对人才高地建设的影响;另一方面,fsQCA 方法比较适合 10 ~ 50 个中等样本的数据分析,且中等

样本的最优条件变量数为 4 ~ 7 个,本文使用的是 35 个中国城市的样本数据,前因条件为 7 个,适用

fsQCA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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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参考深圳人才集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3》对主要城市

人才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划分,选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南京、武汉、苏州、天津、无锡、成都、西安、青

岛、宁波、长沙、合肥、厦门、济南、重庆、常州、东莞、郑州、大连、佛山、福州、长春、嘉兴、沈阳、南通、绍兴、太

原、烟台、南昌、昆明和哈尔滨,共计 35 个城市的样本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3》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3》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 [38] 和《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3—2024)》 [39] 。

　 　 (三)变量说明

1. 结果变量:人才高地效能

人才高地建设的特征是将人才资源的高集聚优势转化为高创新成果和高经济效益[2,4] 。 人才效能作为

结果变量,能够直接测度人才集聚优势向创新成果与经济效益的转化效率,避免仅用单一创新成果数量或

经济指标评价人才高地建设的片面性,这符合人才高地的高创新和高收益核心特征的理论内涵。 本文采用

《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3》中的人才效能指标。 人才效能指标细分为创新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指标,可以较

为准确、全面地反映人才高地的高创新成果和高经济效益特征。 其中,创新效益包括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数、加权专利授权数、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经济效益指标

包括劳动生产率、中国科创企业数、中国创新企业 100 强企业数、世界 500 强企业数和中国 500 强企业数。

高创新成果与高经济效益直接体现了人才集聚优势向实际产出和价值创造的成功转化,是衡量人才高地建

设成效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结果变量,也是人才高地建设的两大关键特征。

2. 前因条件

(1)人才主体。 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首先要反映人才的高集聚特征,人才资源的高集聚是

人才高地建设的基础,人才资源可以用不同类型科技人才的数量衡量[11] 。 顶尖人才、领军人才与研发人

员的存量可以反映人才高地的高集聚特征,而人才流动量则体现了区域对人才的吸引力与配置活力,二

者共同构成人才主体特征的完整测度。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创新人才指数 2023》 中的人才规模一级指

标,该指标细分为基础规模、人才引进与流动两个二级指标。 其中,基础规模包括两院院士数、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数、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数、研发( R&D)人员数;人才引进与流动衡量的是人才流动量。 相关

指标直接度量了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存量规模(包括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骨干研发人员) 与动态流动情

况,能够全面反映区域内人才的集聚程度、结构质量与配置活力,可有效表征人才高地的人才主体及人才

高集聚特征。

(2)创新支撑主体。 本文的创新支撑主体主要包括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 参考柳卸林等[14]

的研究,知识创新主体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3》中的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院校数量来衡量。 高等

院校承担着知识创造、知识汇聚、知识传承与知识应用的核心职能,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技术创新主体方

面,衡量指标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3》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较强的研

发投入、技术转化能力和规模化生产基础,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高校院所等知识创新主体承担知识创造与

扩散功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技术创新主体聚焦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两者分别对应创新链条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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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与中后端(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是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创新支撑

主体。

(3)创新关键资源。 本文的创新关键资源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支持。 参考柳卸林等[14]

的研究,政府支持方面,衡量指标采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开发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

报告 2023》中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财政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直接反映了地方

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财政投入力度与政策支持偏好。 参考陈劲等[40]的研究,金融支持方面,采用《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2023》中的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衡量。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反映了

金融体系对区域内企业及创新活动的资金供给规模与信贷支持力度,是衡量金融支持创新能力的核心指

标。 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体现了公共部门对创新活动的战略引导与资源倾斜,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反映

了市场机制下资本对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二者分别代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核

心作用,是人才高地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

(4)创新人文环境。 本文的创新人文环境主要包括创新文化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 参考陈劲等[40] 的

研究,创新文化环境方面,采用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和北京师

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3—2024)》中的创业服务指标衡量。

该指标由孵化器数量和众创空间数量拟合而成。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是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数量规

模不仅反映了区域内创业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也体现了社会对创新、试错与协作的文化包容及制度激励,

因而能够有效表征创新文化环境的发展程度。 参考孙雨洁等[9]的研究,宜居生活环境方面,采用《国家创新

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中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等多项拟合的

指标衡量,相关指标能够系统反映宜居生活环境的经济富足度、社会协调性与生态健康度。 孵化器、众创空

间等创业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反映了社会对创新试错的文化包容度与制度激励,宜居生活环境的综合指标

则衡量区域对人才长期留用的生活吸引力,二者共同构成“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文软环境,是硬性

资源之外影响人才生态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校准

校准是赋予数据特定条件集合隶属度的过程,通过校准将原始数据连续型数值转换成为(0,1)之间的

隶属程度,划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三个锚点。 借鉴杜运周等[41] 的研究,分别将上四分位数

(75%)、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作为三个锚点,并运用软件 fsQCA
 

4. 1 中的校准函数(X,n1,n2,

n3)完成校准计算。 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类型 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人才高地效能 70. 290
 

0 66. 420
 

0 64. 290
 

0

条件变量 人才主体 73. 110
 

0 67. 280
 

0 66. 0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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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类型 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知识创新主体 59. 000
 

0 44. 000
 

0 15. 000
 

0

技术创新主体 6
 

878. 000
 

0 4
 

294. 000
 

0 2
 

544. 000
 

0

政府政策支持 6. 660
 

0 4. 770
 

0 3. 300
 

0

金融资源支持 45
 

247. 297
 

8 23
 

867. 980
 

8 16
 

690. 341
 

4

创新文化环境 0. 372
 

7 0. 197
 

2 0. 135
 

1

宜居生活环境 75. 590
 

0 66. 550
 

0 56. 930
 

0

　 　 (二)单条件必要性分析

中国人才高地高效能、非高效能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各单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

低于 0. 900
 

0,覆盖度小于 1. 000
 

0,说明单一条件并不能影响中国人才高地效能,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影响。
 

表 2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人才高地高效能 人才高地非高效能

一致性 覆盖性 一致性 覆盖性

人才主体 0. 802
 

0 0. 811
 

2 0. 351
 

2 0. 323
 

5

~人才主体 0. 331
 

2 0. 359
 

1 0. 795
 

0 0. 785
 

3

知识创新主体 0. 613
 

8 0. 626
 

3 0. 485
 

4 0. 451
 

1

~知识创新主体 0. 462
 

1 0. 496
 

5 0. 597
 

9 0. 585
 

0

技术创新主体 0. 647
 

6 0. 707
 

0 0. 373
 

1 0. 370
 

9

~技术创新主体 0. 423
 

8 0. 426
 

0 0. 705
 

3 0. 645
 

7

政府政策支持 0. 698
 

9 0. 738
 

7 0. 413
 

9 0. 398
 

4

~政府政策支持 0. 430
 

8 0. 446
 

6 0. 728
 

6 0. 687
 

9

金融资源支持 0. 783
 

4 0. 838
 

7 0. 300
 

7 0. 293
 

2

~金融资源支持 0. 339
 

8 0. 347
 

9 0. 834
 

6 0. 778
 

2

创新文化环境 0. 777
 

4 0. 845
 

7 0. 299
 

5 0. 296
 

7

~创新文化环境 0. 353
 

4 0. 356
 

5 0. 844
 

2 0. 775
 

5

宜居生活环境 0. 694
 

6 0. 694
 

0 0. 455
 

7 0. 414
 

6

~宜居生活环境 0. 414
 

1 0. 455
 

2 0. 663
 

7 0. 664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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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软件 fsQCA
 

4. 1 分析影响中国人才高地效能的组态路径,案例阈值频数设置为 1. 000
 

0,原始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800
 

0,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750
 

0。 根据 fsQCA 软件分析结果,得出具体路径及一

致性、覆盖度结果和典型案例城市,如表 3 所示。

表 3　 人才高地高效能的组态路径

变量名称 S1 S2 S3 S4 S5

人才主体 ● ● ● 􀱋 •

知识创新主体 􀱋 • • 􀱋 􀱋

技术创新主体 ● 􀱋 ● • •

政府政策支持 ● ● ● 􀱋 􀱋

金融资源支持 ● ● 􀱋 ●

创新文化环境 ● • ● ●

宜居生活环境 ● ● ● 􀱋

原始覆盖 0. 206
 

7 0. 155
 

5 0. 219
 

2 0. 094
 

1 0. 055
 

1

唯一覆盖 0. 128
 

5 0. 074
 

7 0. 100
 

2 0. 056
 

8 0. 022
 

9

一致性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总体覆盖度 0. 518
 

9

总体一致性 1. 000
 

0

典型案例 深圳、苏州、杭州、宁波 北京、合肥 广州、上海、成都、南京 常州 青岛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则是条件可有可无。

路径一: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路径。

组态 S1 路径显示,高人才主体、高技术创新主体、高政府政策支持、高金融资源支持、高宜居生活环境和

非高知识创新主体为核心条件可以产生高效能。 典型城市有深圳、苏州、杭州和宁波。 深圳人才高地建设

的特征与北京、上海不同,深圳虽然知识创新主体排名不高,但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

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均排名前列,所以其最终呈现出高效能。 深圳高效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依托经

济特区和先行示范区的政策优势,率先实施“孔雀计划”与“鹏城英才计划”,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包括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产业化,同时辅以科技金融为支撑。 深圳以

企业为绝对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高度发达,市场化的人才、金融与政府支持机制有效地弥补了本地高校和

科研机构等知识创新主体不足的短板,形成了“企业出题、资本助力、政府搭台、人才解题”的独特创新闭环。

杭州借助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和城西科创大走廊平台,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宜居生活环

境均处于较高水平,技术创新主体也位列第 10 位,尤其是“杭州六小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标志着杭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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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技术领域前沿、在业内有影响力的“科技新贵”企业的崛起,而“杭向未来”等人才新政的支持,助力杭州

营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路径二: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创新文化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支撑型路径。

组态 S2 路径显示,高人才主体、高政府政策支持、高创新文化环境和高宜居生活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

高知识创新主体、非高技术创新主体为边缘条件的人才高地可以产生高效能。 典型城市有北京和合肥。 以

北京为例,作为人才高地建设的头部城市,北京的人才主体、知识创新主体和创新文化环境在本文样本中均

排在第 1 位,宜居生活环境排名第 4 位,政府政策支持排名第 10 位。 北京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三城一区”主平台,持续深化“人才特区”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北京拥有 55 万余名科研人员、全国

近一半的两院院士,2023 年有 411 人次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全市 92 所高校,1
 

000 多所科研院所,国

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数量在全国居首位①。 再以合肥为例,合肥凭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大硅谷”建

设,形成了“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创新平台”的人才集聚生态。 而且,合肥市政府部门对科技创

新的支持高居样本第 1 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大,人才主体、知识创新主体、金融资源支持、创新文

化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在人才高地建设中同样具有竞争力。

路径三: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支持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与创新文化

环境双元支撑型路径。

组态 S3 路径显示,高人才主体、高技术创新主体、高政府政策支持、高金融资源支持为核心条件,互补高

知识创新主体、高创新文化环境为边缘条件的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可以产生高效能。 典型城市有广

州、上海、成都和南京。 以成都为例,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成都持续优化“蓉漂计划”与“人才

新政 12 条”,构建起“人才支撑+企业主体+政府引导+资本赋能+校地协同”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一方面,

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集聚了大量技术创新主体,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另一方面,成都

全国首创“人才贷、研发贷、成果贷”等金融工具精准支持人才创业,同时依托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知

识创新主体与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形成了人才、技术、政策、金融四轮驱动的良性循环,实现了人才高地效

能的提升。 广州、上海和南京作为传统创新引领城市,在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

支持、知识创新主体和创新文化环境方面均有较好的表现。

路径四:创新文化环境与宜居生活环境双元协同,技术创新主体支撑型路径。

组态 S4 路径显示,高创新文化环境、高宜居生活环境和非高知识创新主体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技术创新

主体、非高人才主体、非高政府政策支持、非高金融资源支持为边缘条件的人才高地可以产生高效能。 典型

城市是常州。 常州作为长三角重要的制造城市,持续营造宽厚包容、低成本创业的创新文化环境,并结合

“两湖”创新区建设提升宜居品质,吸引技术型人才扎根。 常州的技术创新主体、创新文化环境和宜居生活

环境竞争优势明显,使得其人才高地建设可以产生高效能。

路径五:金融资源支持与创新文化环境双元协同,人才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双元支撑型路径。

组态 S5 路径显示,高金融资源支持、高创新文化环境、非高知识创新主体为核心条件,互补高人才主体、

高技术创新主体、非高政府政策支持和非高宜居生活环境为边缘条件的人才高地可以产生高效能。 典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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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青岛。 青岛作为沿海重要的城市,以金融活水滋养海洋科技、智能家电等特色产业,同时深耕“电影之

都”“啤酒之城”等城市文化品牌,营造包容开放的人才创新文化氛围。 本文样本中,青岛的人才主体和创新

文化环境分别位列第 17 位和第 12 位,技术创新主体和金融资源支持均位列第 16 位,产生了促进人才高地

建设的高效能。

综上,5 条组态路径揭示了人才高地建设存在殊途同归的多重路径。 从共性来看,人才主体在多条路

径中均作为核心条件,这反映了人才高集聚对高效能的根本性驱动作用,同时,没有任何单一条件足以产

生高效能,必须通过多要素联动。 从路径差异与适用场景来看:路径一依托强大的技术创新主体与金融、

文化环境弥补知识创新短板,适用于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的城市;路径二以人才、政策、宜居生活

为核心,辅以知识创新与金融支持,适合高校院所密集、政府主导能力强的区域;路径三为全面均衡型,各

要素均处高位,是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典型模式;路径四为特色产业与创新环境驱动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创

新文化、宜居生活环境的组合优势,适用于制造业基础扎实、宜居宜业的中等城市;路径五为金融资源与

创新文化驱动型,以资本与创新氛围拉动,弥补政策与知识短板,适合金融生态较好且文化开放的城市。

从形成原因上分析,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与政策导向决定了其差异化路径选择,但核心逻辑均

是发挥本地比较优势,通过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的互补配置,实现人才资源集聚向创新产出和经济产出

的高效转化。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

行战略布局。 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

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 。 按照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对人才高地建设的部署,可以将人才高地划分为引领型的高水平人才高地和支撑型的人才高地。 引

领型人才高地主要指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支撑型人才高地主要包括成都、南京、苏州等城市,如表 4

所示。 首先,引领型人才高地的高效能主要得益于其形成了以人才主体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在

创新支撑主体中,北京表现为以高校、研究机构等知识创新主体驱动,深圳主要以技术创新主体驱动,上

海和广州则兼具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驱动。 其次,支撑型人才高地不仅形成了以人才主体为核

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也存在金融环境、文化环境支撑的人才主体与其他因素联合的创新创业生态系

统,后者虽然人才主体有一定优势,但并未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区别于引领型城市组态路径的显著标志,

代表性城市有青岛。 人才高地支撑型城市中,成都和南京的技术创新主体和知识创新主体均发挥着关键

作用,但苏州、杭州、宁波和青岛的知识创新主体建设有待加强。 此外,支撑型人才高地建设中也存在人

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尚未完善的情形,如文化环境、生活环境支撑的技术创新主体联合驱动型,代表城市

是常州。

表 4　 不同类型人才高地高效能的组态路径比较分析

类型 主要代表城市 组态路径

引领型人才高地 北京 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创新文化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支撑型

路径(S2)

上海 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支持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与创新

文化环境双元支撑型路径(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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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类型 主要代表城市 组态路径

深圳 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

路径(S1)

广州 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支持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与创新

文化环境双元支撑型路径(S3)

支撑型人才高地 成都、南京 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支持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与创新

文化环境双元支撑型路径(S3)

苏州、杭州、宁波 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

路径(S1)

青岛 金融资源支持与创新文化环境双元协同,人才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双元支撑型路径(S5)

合肥 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创新文化环境和宜居生活环境多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支撑型

路径(S2)

常州 创新文化环境与宜居生活环境双元协同,技术创新主体支撑型路径(S4)

上述对引领型与支撑型人才高地的划分及组态路径比较,旨在揭示不同层级的人才高地实现高能效存

在殊途同归的多元路径。 通过比较发现,引领型人才高地普遍以“人才主体为核心驱动”,而支撑型人才高

地则呈现出“非人才核心主导”的多种联合驱动模式。 这一划分与比较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揭示从支撑型

向引领型转变的关键在于人才主体从参与因素上升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这需要知识创新主体

或技术创新主体的赋能;另一方面,为中央提出的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提供可操作的理论解释———引领型

城市发挥龙头效应,支撑型城市通过差异化的组合承担节点功能,两类高地协同构成“头雁引领、群雁齐飞”

的梯度发展格局。 因此,类型划分与路径比较并非简单标签化,而是为了识别不同禀赋城市建设人才高地

的适配逻辑与变化条件,从而为各地分类施策、错位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检验了人才高

地非高效能的组态路径,发现非高效能的组态有 6 条①。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调整一致性水平和 PRI 一致性方法对人才高地效能的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在 QCA

研究中,原始一致性阈值用于判断前因组合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通常建议不低于 0. 750
 

0,但已有研究常

采用 0. 800
 

0 或 0. 850
 

0 以提高组态解的可靠性;PRI 一致性则用于排除同时作为结果高与非高子集的矛盾

案例,其阈值一般设置在 0. 700
 

0 以上[42] 。 基于此,一方面,本文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850
 

0,产生的

组态路径结果与原有结果一致;另一方面,将 PRI 一致性从 0. 750
 

0 调整为 0. 800
 

0,相关组态结果也未产生

变化,证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和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采用 fsQCA 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影响

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复杂路径。 研究发现:一是以城市为单元的人才高地建设受到多个主体及环境要素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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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组态作用;二是从组态视角分析,影响人才高地高效能建设的路径有“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政府

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五种情形;三是通过对人才高地高效能的组态路

径比较发现,北京、上海等引领型人才高地形成了以人才主体为核心的人才高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南京、

成都等支撑型人才高地则形成了兼具人才主体为核心和人才主体为非核心的人才高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也存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形。

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关于人才高地建设研究的不足。 现有关于人才高地建设的研究更多集

中在全球主要城市或地区,以及中国主要城市群层面。 例如,通过对硅谷、特拉维夫等全球主要城市案例分

析,发现人才高地建设经历了从点状结构到线状结构再到网状结构的渐进性演变[3] ,研究驱动全球城市高

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组态路径发现,存在“人才资源与教育科技环境双驱动型”等 7 条路径[11] 。 已有以中国

主要城市群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研究,发现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人才能级最高的三个城市群[10] 。

本文以国内主要城市为人才高地建设的基本单元,研究发现人才高地的形成存在“人才主体、技术创新主

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和创新文化环境多元协同驱动型”等 5 条多元化路径,既弥补了现有研究

的不足,同时丰富了人才高地建设的多元路径。

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立足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分析和比较了不同类型人才高地建设的多元

化路径。 已有研究基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全球主要城市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组态模

型,也得出了多条影响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复杂环境路径[11] 。 本文在此研究思路基础之上,结合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形成人才高地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的要求,

将国内人才高地进一步划分为引领型人才高地(高水平人才高地)和支撑型人才高地,从国内人才高地建

设的差异化视角比较了不同类型人才高地建设路径的特征和规律,发现引领型人才高地主要以人才主体

为核心驱动,而支撑型人才高地则呈现出非人才核心主导的多种联合驱动模式。 这也为中国差异化的人

才高地建设和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

本文从城市层面构建了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 35 个城市作

为样本进行分析,相关结论对中国人才高地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第一,引领型人才高地应立足自身组态特征,实施补短板与强协同并重的差异化提升策略。
 

研究发现,

北京属于“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宜居生活环境三元协同,知识创新主体与金融资源支持双元支撑型路

径”,其技术创新主体优势不够明显,表明尽管核心条件优越,但边缘条件中的技术创新主体已成为效能进

一步提升的瓶颈,未来应着力培育以企业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力量。 深圳则呈现“多元协同驱动型路径”,非

高知识创新主体为核心条件,即其高校与科研机构短板被其他高水平的核心条件所弥补,但从长远看,应逐

步提升知识创新主体水平,避免过度依赖外部知识输入。 上海和广州属于“全面均衡型路径”,各要素均处

高位,未来应重点强化创新文化环境与宜居生活环境的深度融合,以维持综合竞争力。 引领型城市不应追

求所有要素齐头并进,而应基于自身组态特征识别瓶颈条件,实施精准干预。

第二,支撑型人才高地应聚焦核心与边缘互补机制,走特色化的建设道路。
 

研究发现,支撑型城市往往

并非各项条件均衡,而是通过一至两个突出核心优势带动整体效能。 例如,常州属于“创新文化环境与宜居

生活环境双元协同,技术创新主体支撑型”路径,其知识创新主体、人才主体、政府政策支持、金融资源支持

均不具备较强竞争优势,但凭借技术创新主体与环境优势实现了高效能。 青岛则属于“金融资源支持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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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环境双元协同,人才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双元支撑型”路径,其政府支持与宜居生活环境虽不突出,

但金融与文化的组合有效拉动了效能。 因此,支撑型人才高地应避免盲目模仿引领型城市的全面均衡模

式,而要识别自身资源禀赋中的长板,将其打造为核心条件,并选择性配置互补的边缘条件。 同时,需警惕

非核心条件中的极端短板,如常州可适度提升人才主体与政府支持,以增强路径稳定性。

第三,构建分层分类、动态演化的人才高地建设模式,强化路径转换与经验移植的实践指导。
 

研究揭示

的 5 条高效能组态路径表明,不同人才高地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殊途同归的可能性。 建议建立“引领型-支

撑型”分层指导框架:引领型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应承担探路者角色,探索从多元协同、全面均衡型

向更高阶形态演化的条件与转换机制。 支撑型城市(如常州、青岛、合肥、成都、南京)则应聚焦当前路径的

优化,同时借鉴引领型城市中与自身禀赋相近的经验,例如常州可参考青岛的金融-文化驱动模式,逐步丰

富核心条件。 此外,建议政策制定者采用动态监测工具,定期评估各城市条件变化对路径隶属度的影响,预

判路径转换的时机,从而实现从静态分类到动态导航的实践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人才高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创新关键资源包括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

创新人文环境分为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但在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技术创新主体还包括一流科研

机构,创新关键资源还涉及天使投资、科技服务中介等,创新人文环境也涉及社会环境等,人才高地效

能可能涵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承接等。 此外,fsQCA 方法主要选取一年的截面

数据,难以揭示各条件变量与创新效能之间关系随时间演变的动态趋势及因果稳定性,未来研究可以

尝试采用面板数据,通过多期追踪观测,识别组态路径在不同发展阶段或政策周期下的变化规律,从

而更深入地探索中国人才高地建设的动态模式与演化机理,也可以结合结构方程模型( SEM) 方法进

行更加精准的变量之间关系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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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talent
 

hubs
 

is
 

a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implementing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building
 

world
 

hubs
 

for
 

talent
 

and
 

innovation.
 

China
 

has
 

outlined
 

plans
 

to
 

build
 

high-caliber
 

talent
 

hub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o
 

rapidly
 

develop
 

other
 

cities
 

as
 

strategic
 

fulcrums,
 

forming
 

a
 

V
 

formation.
 

Based
 

on
 

the
 

urba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and
 

the
 

tal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alent
 

hub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at
 

the
 

city
 

level.
 

Taking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and
 

us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fsQCA)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mplex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even
 

antecedent
 

conditions,
 

such
 

as
 

talent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dri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hub
 

construction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re
 

are
 

five
 

diverse
 

paths
 

that
 

can
 

promote
 

the
 

effici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alent
 

hubs,
 

including
 

a
 

multilateral
 

synergy-driven
 

path
 

that
 

integrates
 

tal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ment
 

resource
 

support,
 

financial
 

resource
 

support,
 

and
 

innovative
 

cultural
 

environment.
 

Second,
 

leading
 

talent
 

hub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generally
 

formed
 

a
 

common
 

configuration
 

of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with
 

talent
 

as
 

the
 

core
 

driver,
 

while
 

supporting
 

talent
 

hubs
 

exhibit
 

various
 

joint
 

driving
 

models
 

that
 

are
 

not
 

dominated
 

by
 

talent
 

as
 

the
 

c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these
 

hubs
 

differ
 

significantly.
 

Third,
 

there
 

i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fficiency
 

and
 

non-high-efficiency
 

outcomes
 

in
 

talent
 

hub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leading
 

talent
 

hubs
 

should
 

base
 

their
 

strategies
 

on
 

their
 

own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
 

a
 

differentiated
 

improvement
 

approach
 

that
 

prioritizes
 

both
 

addressing
 

weaknesses
 

and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Beijing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bjects,
 

Shenzhen
 

should
 

moderately
 

address
 

the
 

shortfall
 

in
 

knowledge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Shanghai
 

and
 

Guangzhou
 

should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an
 

innovativ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a
 

livable
 

living
 

environment.
 

Second,
 

supporting
 

talent
 

hubs
 

should
 

focus
 

on
 

core-periphery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
 

and
 

pursue
 

specialized
 

and
 

asymmetric
 

construction
 

paths.
 

They
 

should
 

identify
 

their
 

own
 

strengths
 

to
 

form
 

the
 

core
 

conditions
 

rather
 

than
 

blindly
 

imitat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model
 

of
 

leading
 

hubs,
 

while
 

remaining
 

vigilant
 

against
 

extreme
 

weaknesses.
 

Third,
 

a
 

tiered,
 

classified,
 

and
 

dynamically
 

evolving
 

model
 

for
 

talent
 

hub
 

construc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n
 

path
 

trans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adapt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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